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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清代漠北地区内地商民之存在乃清朝强化该地区治理的结果。 康熙后清廷在科布多地区屯军，推动

内地商民前往经商，导致其商业兴起与买卖城的兴建。 为管理这些商民，清廷设置了多重管理机构。 内地商民不

仅与科布多地方官府间关系密切，商民内部也联系紧密。 同治后诸多不利因素导致了该地区商业的日渐衰落。 科

布多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清朝西北边疆地区的治理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清廷管理的不足以及商民自身存在的问

题反过来又影响到清代对该地区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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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承明制，清朝自建立后就积极着手边疆地区

的治理工作，其对漠北蒙古地区的管辖不仅包括早

期的军事活动，亦包括后来的具体治理。 但无论是

早期的军事征战，还是后来的具体治理，都离不开内

地商民的参与。 即伴随着清廷对漠北地区的统一和

治理工作的开展，内地商民逐渐进入该地区，并最终

在广袤的蒙古草原上形成了城镇商市。 内地商民的

到来，刺激了漠北地区城镇的发展，并为清廷在北疆

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财力支持，更为我国北疆

地区的巩固与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针对清代漠北地区内地商民这一群体，目前研

究仍嫌单薄。 其中漠北的库伦、恰克图两处因较早

就与俄国存在贸易往来，故学界对这两处内地商民

及商贸活动关注稍多①，而对漠北西北部的科布多

地区内地商民及其商贸活动则关注不足。 据笔者目

力所及，目前只有赖惠敏的《清代科布多的官商》一
文及其专著《“满大人”的荷包　 清代喀尔喀蒙古的

衙门与商号》一书有所涉及，但聚焦对象为该处官

商及其商号，普通意义上的内地商民未能顾及，更未

对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商贸变迁、主要构成、主

要业务、“官民”关系等重要内容进行专题考察②。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蒙古国家

档案局及俄方所藏档案为依托，结合清代官书政书、
中外时人游记、晚清中外报刊等方面资料，对清代科

布多地区内地商民商贸活动及清代漠北边疆管理进

行研究。 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教。

一、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商贸变化

清代科布多地区，东邻乌里雅苏台，西接伊犁、
塔尔巴哈台，南界瀚海，北邻俄罗斯［１］ ，面积约

７６０００ 平方公里［２］ 。 它是仅次于库伦、乌里雅苏台

之外的漠北蒙古重要政区，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
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直接管理。 清代文献对科布多的

称谓 有 四 种： 和 卜 多［３］７５５、 河 卜 多［３］９２７、 科 卜

多［３］９６４、科布多，其中最常见的是科布多。 乾隆二

十六年（１７６１ 年）科布多建立城池，清廷正式将科布

多地区定义为西北边疆上的军屯重镇［４］２０４。 从长

时段看， 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的商贸活动经历

了一个逐渐兴起至鼎盛，再到日渐衰落的演变过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外蒙古草原上的内地商民人研究”（１６ＢＺＳ１０４）。
作者简介：柳岳武，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０３１



　 　 １．日渐兴起时期的商贸情况

目前有关内地商民前往该地区的最早记录应是

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年）五月十二日的军机处大本议覆

档，档载：“范毓馪自今岁七八月始至来年四月止可

运十五万石米谷至新城。” ［５］ 即此际清廷开始雇请

山西商民范毓 帮运军需，范毓 组织的运粮队伍

应于雍正九年至十年间来到该处。 但直至雍正十一

年五月时，官方仍称内地普通商民“鲜有至达”科布

多者［６］ 。 说明此时来科布多经营的内地商民数量

并不多。 这一时期的商人多是因为军事需要，由清

廷雇请的，如郭应奇［７］ 、范清耀等，雍正十二年九

月，清廷就令范清耀运送钱粮缎匹前往科布多，赏给

官兵［８］ 。 以上被清廷雇请的内地商民，多被称为

“官商”或“皇商”。 “官商”是此时科布多地区内地

商民的主体。
由于清廷雇请的“官商”“皇商”人数有限、运输

能力也有限，至雍正末年，清廷不得不将这一运送的

机会向内地普通商民开放。 如雍正十一年八月，清
廷要求日后自京城运送科布多物资，应由归化城都

统等雇请民间商驼运送［９］ 。 这不仅为内地商民前

赴科布多地区参加商贸活动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且

也提供了便利。 雍正末乾隆初，参与运送粮草前往

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逐渐由“官商” “皇商”扩大

到民间商人。 如乾隆元年六月，赵位侯等内地商民

就从观音保处承领十八案军需，其中第十二案由另

一商民李成功负责［４］５１０。
自乾隆二十六年后至同治之前，科布多地区内

地商民商贸活动日渐进入鼎盛期。 这一变化不仅与

科布多地区的最终统一、设治密切相关，也与科布多

城尤其是该处商民台市设立密切相关。 即乾隆二十

七年科布多再次筑城时，其目的已与康雍时期不同：
不在于满足军屯与驻扎军队，而在于容纳日渐增多

的内地商民。 如该年十月，清廷接到科布多参赞大

臣扎拉丰阿奏折，称：科布多屯田所需青稞种子一百

石无须自内地送往，可向在蒙古地区贸易的内地商

民购买［４］５１９。 清帝遂称：“由此看来，赴科布多贸

易之汉民等络绎不绝。” “今伊犁等处因人聚繁多，
俱建造城堡，若在科布多兴建一城，安置伊等，甚属

有益，且亦便于管理。” ［１０］科布多城的再次兴筑，刺
激了更多的内地商民前来，尤其是加强了它与山西

省间的联系。 这不仅是因为山西省与科布多地区间

有着密切的地缘关系，更与科布多屯田官兵所需工

具装备多由山西省备办并委托该处商民运送密切相

关。 如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定边左副将军奏称，科布

多屯田每年所需籽种口袋不足，要求山西省“照数

解运” ［１１］ 。 乾隆三十五年，又因科布多屯田之需，
山西省又办运生铁犁镜、铁锹、毛口袋、布口袋、大
绳、筛、簸箕等物。 雇商驮运脚价银达一千零四十七

两一钱［１２］ 。 乾隆三十九年再次从山西省运送农

具、器物、熟铁等往科布多地区，商运脚价银一千五

百三十五两六分［１３］ 。 不仅科布多屯田官兵所需农

具、器物等由山西省委托内地商民运送，科布多屯田

官兵所需砖茶等也由山西省置办，委托内地商民运

送。 定例每年 ４０００ 包，每包重 ５ 斤［１４］ 。 正是此类

需求，刺激了内地商民积极前往。 经由山西的农具、
砖茶等各色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科布多后，进一步

促使科布多地区商业贸易的活跃。 尤其是以茶为媒

介的贸易不仅在官商之间，同时也在兵商之间、兵民

之间展开，终导致科布多地区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成

为这一贸易网络中的成员。
鼎盛时期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情况如何，却因

保存下来的档案有限，知之甚少。 目前可以肯定的

是自乾隆三十二年科布多城筑好后，内地商民前往

者更多。 如据乾隆三十四年大臣奏报可知，该年科

布多城内已有较大商房 ３６ 间，二等商房 ２９ 间，寻常

商房 １７ 间，小商房 ３０ 间，总计 １１２ 间［１５］ 。 乾隆四

十年后，内地商民不仅开始定居科布多，形成了买卖

城，而且他们还同科布多附近的喀尔喀、杜尔伯特、
土尔扈特、乌梁海等游牧部落进行交易。 乾隆帝因

担心商民贪利太甚，导致土著各族“衔恨成仇”，吩
咐科布多参赞大臣进行管理，要求商民“稍加获利，
即应知足” ［１６］ 。 此亦可看出，此时内地商民已不

少。 乾隆以后的嘉道咸同时期，科布多地区的内地

商民情况如何，更乏档案资料记载。 目前仅知嘉庆

年间赴北路的内地商民曾在前往科布多地区的沿途

中“捐盖房间，以为官兵住所” ［１７］ 。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时，科布多城内 １３ 家商铺经理人张淑显、王林、
郭振全、田育仁、贾瑞春、李建仁、王振基、王智、武存

智、沈镐、郝天胜、范明中、张文曾，感恩在科布多贸

易数十年概不纳税，曾向清廷捐银 ６０００ 两③。
除此之外，目前所见鼎盛时期有关科布多地区

内地商民的档案资料确实不多。 好在某些涉及科布

多的诉讼案件中保留下的一些重要信息，稍可弥补

此等不足。 如嘉庆九年（１８０４ 年）成宽等奏内地商

民徐兆基偷运砖茶货物往唐努乌梁海案中，不仅有

散商徐兆基，还涉及在科布多城开店并容留徐兆基

住宿并代购货物的鄂俊希［１８］ 。 嘉庆末道光初年，
又有四合铺商民私往乌梁海贸易欠哈萨克商人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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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生，官方传讯了四合铺商民代表岳金岱，并牵涉

到大盛魁、 田酒铺、 元盛德三家在科布多的铺

号［１９］ 。 而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年）马贵成在哈萨克贸

易被捉案，又牵涉到嘉庆二十一年在科布多新开铺

号天义德［１９］ 。 道光三年商民唐保控告科布多兵部

主事穆都哩、把总孙桂林等勒索商民案，涉及大盛

永、全义合两家铺号［２０］ 。 咸丰三年郭泳汰伤毙韩

德洸案，涉及荣聚奎铺号［２１］ 。
２．日渐衰落时期的商贸情况

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商贸进入衰落期，主要是

清廷统治不善、自然灾害、各蒙旗逐渐贫困等因素的

影响。
据民国初年时人所作《科布多风土记》载，清末

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仍具一定规模，有“本城华

商京庄五家”，“山西庄十余家（一二人之小贸营业

者无与焉），其在科属各旗之贸易者，华商不过十家

左右”，“其他一二人之贸易者，各旗下都有，且属甚

夥” ［２２］ 。 据上统计，到清末时，科属较具规模的内

地商民铺户约 ２５ 家，在各旗下谋生的小商贩仍有不

少。 至 １９１２ 年，科布多城的内地商民铺号至少还有

大盛魁、兴隆和、元盛德、公合成、复兴通、永和楼、德
兴隆、大庆昌、张玉山、长胜永、义盛德、天成玉、义德

魁、永兴恒、裕和公、广兴隆、魁胜锦、三和义、武德

兴、德胜魁、永和店、永聚成、锦泰厚、长盛楼、德顺

长、永和成、聚义魁、天义成、世成魁、永德魁、马天

保、义和成、五义永、裕盛和、天义德、恩庆隆、林德全

３７ 家④。 再据 １９１７ 年科布多佐理专员公署对科城

内外内地商民房产的统计可知，１９１２ 年科布多地区

内地商民及商业资本仍具一定规模。 如科布多城外

商场有房屋的内地铺户及各散商共 ５７ 家，有房屋

６４ 栋 １５３０ 间、菜园花园 １８２ 亩。 城内有房产的内

地铺户及各散商共 ７１ 家，有房屋 ７０ 栋，房间 ２２７
间［２３］ 。 城里城外共计仍有内地商民铺号 １２８ 家。
当然其所统计的 １２８ 家，主要是以内地商民在科房

产计算的，不一定等同于他们在此营业。
尽管科布多地区仍有不少内地商民在此从事商

贸活动，但无疑义的是，该处内地商民之贸易在逐渐

衰落。 如 １８７９—１８９２ 年俄人阿·马·波兹德涅耶

夫两度游历科布多时就发现：该城十家内地大商号

已大为衰落，“几家已经改行，还有几家甚至已完全

停业” ［２４］３４０。 至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后，在八

国联军侵华的背景下，科属内地商民处境更为艰难。
“市厘生意锐减”，“商蒙群呼赔累”，“且北路为防戍

军营，边外向称乌里雅苏台为前营，科布多为后营，

所有商贾生意皆系随营买卖，全仗银茶交易，脉络贯

通。 曩日饷多□增富庶，近年饷绌即见萧条。 而以

去今两年为尤甚，盖缘饷源顿涸，商人重利，骤失所

望。 其在京在晋之联号并化为乌有，因是益贫益窘。
刻下街市铺家大半闭歇” ［２５］ 。 其后清廷在科属地

方也尝试推行新政［２６］８０４，但所办有限，且主要聚力

于阿尔泰地区［２６］７０７。 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二月

间，阿尔泰“迩来商贾贸迁已成市肆”，但科属商务

未有起色［２７］ 。 如宣统三年有人赴科布多考察时发

现，该处“城甚小”，内地商民正常营业者仅“四十余

家”⑤。

二、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
主要构成与业务

　 　 １．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的主要构成

科布多城内的内地商民绝大部分来自山西、直
隶，到了光绪后，京帮也来到该地区。 但京帮实力有

限，影响不大。 如 １８９２ 年时，京帮中除永聚成号在

科布多城内有房屋外，其他都没有，只能租用别人房

屋做生意。 尽管如此，他们在科布多城内的货物颇

具特色。 至 １９０８ 年前，科布多地区仍有京庄 ５
家［２８］ 。

１９１７ 年科布多佐理专员公署所制 １９１２ 年前科

布多华民房产调查表可知内地商民的主要构成：首
先，号东为山西人的商号有大盛魁（太谷、祁县）、复
兴通 （文水县）、聚义魁 （汾阳县）、永德魁 （文水

县）、协成泰（祁县）、二合和（文水县）、元盛德（祁
县）、林得泉（清源县）、锦泰厚（文水县）、义生源

（祁县）、永和诚（祁县、文水县）、晋同庆（祁县）、得
兴荣（汾阳县）、世成魁（祁县）、义合成（祁县）、五
义永（汾阳县）等 １６ 家。 无具体铺号名而来自山西

的商民有武世桂、靳玉山、郭林、岳世铭、张应祥、靳
玉山、王清正等 ７ 人。 其次，号东为直隶各县的有裕

盛和（万全县）、三和义（饶阳县、深县）、永兴恒（饶
阳县）等 ３ 家；来自直隶下面各县的散商有程铨、王
士英、程铨、程文镕、李永陛、魏岐山、程文镕、刘廷

科、沙玉顺、丁保林等 １０ 人。 再次，号东为京帮的商

号有德顺长（京兆香河县）、永聚成（京兆大兴县）２
家；号东为察哈尔、绥远的有永盛楼（察哈尔张北

县）、长盛元（绥远归绥县）２ 家。 最后，诸商合伙的

商号有 ４ 家。 如广兴隆号为直隶宣化商民李永陧、
闪云龙等与察哈尔张北县商民马国贤、萧万顺的合

伙铺号；恩庆隆号为直隶宣化县商民丁恩与察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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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县商民马天的合伙铺号；德盛魁号为太原县商

民武德仁与察哈尔张北县商民马天宝、王林的合伙

铺号；天义德号为山西祁县、文水县商民段明高、马
姓、范姓等与蒙古人依勒古克兰的合伙铺号。 另外，
晚清后新疆、归绥、察哈尔治下各县的各族散商也出

现在科布多城外商场名册中。 如色利阿洪为新疆疏

勒县人，察汉格格为新疆旧土尔扈特人，段章为新疆

奇台县人，张元为察哈尔张北县人，段得子为绥远归

绥县人，王林为察哈尔张北县人，他们均属无正式铺

号的散商［２３］ 。 由此可见，晚清至 １９１２ 年以前，科
布多地方的内地商民中晋商虽仍处绝对优势，但京

商、直隶、绥远乃至新疆等处的商民也开始进入科布

多，导致该处呈现出众商杂汇的局面。
２．从事的主要业务

无论是西帮还是京帮，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商

民的业务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为贸易。 他们

运往科布多地区的货物主要为布匹、茶封、杂货等；
从该地区运出的货物主要为各种毛皮、牲畜、蘑菇

等［２４］２９４。 而据《清稗类钞》称，晚清内地商民运往

该地区的货物“以砖茶洋布为大宗，其他绸缎、铜
铁、瓷木各器及日用所需一切杂货食物无不备”。
其砖茶洋布自张家口、归化城购办，杂货购自京城或

张家口、归化城［２９］ 。 嘉庆至光绪年间科布多“买卖

城”内的四五十家内地铺号大都经营批发和从事旗

下贸易，代表者如大盛魁分庄、天义德、义和敦、察干

台、同尚、顺财、广苏隆、艾苏努、艾贡等，回民商号广

苏隆既经营客店，也兼营杂货零售。 另外从事百货

零售和日用杂贸易的还有永德魁、兴隆和等来自陕

西和归化城的商号⑥。 第二类为赊欠放贷。 同治之

前，大盛魁在科布多的分庄主要向土谢图汗部、札萨

克图汗部放贷，天义德主要向 “三音诺颜部的垫

款”，元盛德主要向扎哈沁、杜尔伯特等部放贷，同
尚号主要向杜尔伯特霍硕依旗提供赊货。 第三类为

从事农业兼贸易、手工业等［２４］２９０－２９１。 据 １９ 世纪

八九十年代俄人考察该地区时记载，科布多附近札

哈沁人大片耕地内种有数量不菲的小麦，应为该处

内地商民铺号兼营［２４］３２１。 而科布多街上的所有铺

号都有自己的菜园，其伙计拉上一车蔬菜往城外旗

下走一圈，据说就能换回半车牛羊肉［３０］１３２。 科布

多城内的小商贩还兼营银匠、木匠、皮匠等手工业作

坊，有的在该城郊区兼营蔬菜园，种植土豆、莞菁、胡
萝卜、白菜、卷心菜、大葱等，以便出卖［２４］３３９－３４０。

而 １９２５ 年时人叔奎对该处内地商民业务做出

了不同分类，“即官用商、介绍商、杂货商、半农半商

是也”。 官用商的业务为“专以供给各盟骑（旗）王
公札萨克等货物为业”。 介绍商的业务为“往来各

地”，凡从古城子、肃州等处输入的货物，为之介绍，
转卖他人。 杂货商业务为“专输入各种杂货”。 半

农半商者业务为“贩卖农田，少则数十亩，多则百余

亩，以种菜蔬等为副业，皆有店号名称，谓之农可，谓
之商亦可也” ［３１］ 。

三、清代对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
管理及其与官府间的关系

　 　 １．清廷对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的管理

同赴库伦、恰克图等处内地商民一样，清代赴科

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也受到管理边疆事务的中央机

关理藩院（清末改为理藩部）的管辖。 凡前往者，均
应领取理藩院发给的部票。 但实际上，只有在科布

多城开铺号、长期从事贸易的铺号，才领取部票。 对

于那些在科布多城内没有铺号或只从事小本经营的

众多“雁行者”而言，多不领票，而是通过搭票或以

“无票私贸”的方式从事贸易。 实际上理藩院发给

各处关口的部票多为空白信票，将具体填写任务交

给了各处将军、大臣、同知等［３２］ 。
除理藩院通过部票对前往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

民进行规范外，其次就属归化城都统衙门了。 因为

清代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及所开铺号绝大多数为

归化城的分号，所以归化城都统衙门的理事同知无

疑成为监管、管理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事务的重要

地方关口。 凡出口前往科布多地区者，多在归化城

验票纳税放行。 凡从科布多返回归化城与内地或京

师者，也多在归化城缴费放入［３３］ 。 为此，清代归化

城成为科布多通往京师及内地各处的咽喉孔道，归
化城的都统衙门也因此成为管理科布多地区内地商

民事务的重要地方机构。
除归化城都统衙门外，对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

商民拥有管辖权的第二个地方机构为乌里雅苏台将

军衙门。 清代的科布多被称为“后营”，乌里雅苏台

被称为“前营”，均为边疆军事重镇。 同时它们又被

称为“北路”，以区别新疆等处的“西路”。 军事建制

上科布多参赞大臣作为北路定边将军的副手，归驻

扎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４］６３３。 凡涉及重大军事刑

事问题时，科布多参赞大臣须在乌里雅苏台将军的

联名下向清廷奏报，并以将军副手身份帮助管理科

布多地方事务。 为此凡刑名事务，科布多均以乌里

雅苏台为首府，押交该处处决。 如乾隆四十五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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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多内地商民王廷相扎死另一民人王思理案，就体

现了此点［４］８３８。
对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施行直接管理的地方机

构当属科布多参赞大臣衙门。 科布多城主要由参赞

大臣管理事务，下面虽设有帮办大臣和帮理“兵部”
“户部”及“理藩院”的各章京机构，但在管理内地商

民事务方面却不像库伦、恰克图由商民事务章京管

理，而是由参赞大臣直接管理。 科布多参赞大臣管

理科布多所属内地商民的全部事务。 主要包括以下

方面。
第一，管理科布多城及所属各旗的内地铺号与

商务，凡从归化城等处到科布多的内地商民，均需向

科布多参赞大臣衙门提供理藩院的部票，并在该衙

门领取照票，才能前往外路各旗贸易。 或经该衙门

验票后，才能前往乌里雅苏台、塔城、新疆等处。 如

光绪二十七年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上奏朝廷整顿商

民贸易章程一折就体现了此点［３２］ 。
第二，对科布多所属内地商民所开铺号征收税

赋。 清代科布多参赞大臣衙门对科布多地区内地商

民所征税赋名义上只有房租一项，但暗地里也少不

了陋规杂项。
第三，维护科布多城地区的正常治理，处理内地

商民间、商民与蒙古人或与其他民族间的民刑诉讼

事务。 如据清末外人游记称：在科布多城很少听到

街上有喧闹声，或看到有蒙古人骑着马横冲直撞的

现象。 他们认为如此秩序正是科布多参赞大臣加以

治理的结果［２４］３３７－３３８。
第四，维护该城的公共卫生及民生事务。 如据

时人称，科布多城是他们所见过的北部蒙古中最可

爱、最干净的城市［２４］３３７－３３８。 又如光绪二十七年，
科布多参赞大臣鉴于该处乏医缺药，官商军民有病

只能听天由命，试图加以改变。 他一面派专人前赴

山西、绥远城等处购买药材，另又在城内设药局，凡
官商居民需要者，均照原价卖给。 还打算从内地调

一医生前来施诊［３４］ 。
同库伦、恰克图一样，介于官民之间对科布多地

区内地商民施行半官方半自治的管理机构为科布多

“七甲”。 他们由科布多参赞大臣从科布多城内居

住时间最久、最了解当地情况，同时又必须是当地最

有声望的铺号执事人中选出，他们被称为“甲首”或
“甲头”。 据称，每位甲首管理十至十五家店铺，以
防止居住在科布多城的内地商民“吵架，酗酒闹事，
赌博，嫖妓，接待或允许可疑的人留宿等” ［２４］３４６。
另外，从相关史料也可以看出，充当甲首者实为官方

指派给他们的差事，不仅为此承担经济支出，还得承

受着各种责任［３５］ 。 甲首还得对科布多参赞大臣起

商务推事作用。 如果科布多城内某个汉商破了产，
“甲头们就须到昂邦那里去对此进行审议”，查验是

否真的破产［２４］３４６。 清代恰克图、库伦等处的甲首

多由大铺号之间轮值，科布多的甲首是否也轮值，因
缺乏资料，暂且无从得知。 但所需额外开支却属事

实。 如每位甲首每月初一、十五都得给来此行乞的

人施舍两三碗面粉或黍子［２４］３４６。 清末时，据称科

布多地区也成立了商会组织，商会负责人叫铺头，铺
头除了与衙门交涉事务、为商家调解纠纷外，每年还

向坐商和行商征要二百匹对子马，赶往京师给皇上

进贡［３０］１３２－１３３。
２．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与官方的关系

第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科布多建城后，科布

多参赞大臣衙门及各官员就与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

民密不可分。 正是有源源不断的内地商民转运货物

及各项物资，才能有效地保障清廷对科布多地区的

统治与治理。 尤其是同光后，随着晋省灾荒频发、各
省积欠乌科各城经费、台费、军饷越来越多，至光绪

初年竟达三十万两⑦。 这直接导致科布多地方衙门

对内地商民依赖加大，且体现在诸多方面。
其一，帮办城工，并为科布多参赞大臣衙门提供

贷款。 乾隆至嘉庆年间，科布多筑城及其城工虽离

不开内地商民的帮助，但资本多为官府发放［３６］ 。
至道光后再办城工时，清廷就不得不开始使用惩商

款方式，进行解决［３７］ 。 至同治后，科布多城工费用

依赖商民更大。 如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科布多再办

城工时，只能将籽粮 ３８０ 石卖给当地商人，得银

１１４０ 两办理城工［３８］ 。 至光绪八年科布多再修城垣

时，不敷银达 ２３６８ 余两，全由该参赞大臣向商人借

用［３９］ 。
其二，应对战争、维持当地衙门的正常运转。 如

咸丰四年科布多城内商民范明中等 １１ 人共捐银

１９９５ 两，应付时艰［４０］ 。 同治三年，清廷为布置科布

多、乌里雅苏台等处防务，鼓励内地商民前往贸

易［４１］７３７。 内地商民“自雇驼马”，运送货物“至科

布多等处销售” ［４１］７４０。 除了为该城提供捐输、商货

外，内地商民还为科布多参赞大臣衙门运送军属、捐
献财物。 如自同治八年起，科布多参赞大臣衙门就

雇请内地商民帮运军输［４２］ 。 同年，又因该处屯田

官兵耕牛倒毙，不敷耕种，科布多参赞大臣等又劝商

捐补，内地商民要必显等 １０ 人共捐公牛 ６６ 条［４３］ 。
总之，自同治后，科布多地方当局对科布多地区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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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商民依赖更大，“所有一切城工、台务、兵差等项

需用工料驼马，率皆由街市铺商垫发采办，均能妥速

无误” ［４４］ 。
其三，向商民放贷，收取利息。 这既活跃了该处

商民的资金来源，又增加了地方官府的财富收入。
如乾隆三十四年，科布多参赞大臣拟照向例，将科布

多库存银提出两千两，发商生息，每月可得利息一

分［４］１３１。 道光十五年，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两处又

将官府存银 １９０００ 两，放给该处商人取息，备岁修城

垣衙署、监狱、仓库及津贴办公之用［４５］１０２。
其四，与内地商民进行商贸活动。 官府方面不

仅将牛羊等牲口卖给当地商民，同时也从商民那里

买回官府所需各项物品。 如道光十三年科布多参赞

大臣就向清廷奏报将科布多屯田余牛卖给商人一

事，共卖牛 １４８ 头，并定下今后将不能耕种老口余牛

卖给街市商人定例［４６］ 。 同治七年科布多参赞大臣

衙门又令将科布多所属杜尔伯特蒙古部落捐羊

２８３０ 只卖给当地商铺，得银 １８３９．５ 两［４７］ 。
其五，某些官员与商民间私下联合经商。 虽然

清廷严禁官员与民间商业联合渔利，但针对科布多

这一“山高皇帝远”的地区而言，此等联合仍不时发

生。 如道光二年清廷审理科布多骁骑校叶布肯状告

该处主事阿勒精阿伙同商民越界交易案［４５］５７５就显

示：该主事于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假用刘世瑞名，出
银两千两与客民马贵成、谷玉通、范建勋、元盛德及

蒙古喇嘛伊拉固克森呼图克图等合伙开设天义德货

铺［１９］ ，他自己后来分得利息银五百八十七两七钱

八分［４８］ 。
第二，矛盾与冲突。 科布多属内地商民虽与科

布多地方官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两者间的冲

突也存在。 导致此等冲突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商民

的“犯上作乱”，而是来自官府尤其是某些官员的过

分压榨。 如道光三年就发生商民唐保控告科布多兵

部主事穆都哩、把总孙桂林等勒索商民银事。 即科

布多地方查办商民贸易时，查到大盛永、全义合两家

执事人闫玉林、王继用等在扎哈沁部落无票贸

易［４９］ 。 两铺执事人被拿解送到城后，遭到把总孙

桂林、丁兵蒋正芳、蓝应春等勒索银钱 ５５０ 两。 后又

被重打了四十大棍，逐出境外。 赃银被特依顺保的

安姓家人、外委王旭照、书吏侯瑞、众丁兵等分用。
商民不愿，遂告发了这一行为［５０］ 。 道光十八年科

布多把总姜连捷控告兵部主事哈楚逼事也间接暴露

出该处官员对内地商民的欺诈剥削。 其状词称该主

事“苦害街市，勒索银两”。 该主事未实授兵部之职

以前，“刻薄商人银两，硬抗不付”，“是年领受兵部，
倍加勒索。 十六、十七两年又苦害商民，勒借银

两” ［５１］ 。 由此可看出科布多地方官员对科属商民

的苛待与勒索，这必然导致两者间关系的紧张。

四、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的
生活情况

　 　 １．科布多内地商民间的关系

同库伦、恰克图等处的内地商民一样，科布多地

区内地商民间既相互帮助，又彼此冲突。 如上文所

述把总孙桂林等被控一案，在扎哈沁蒙古部落从事

无票贸易的大盛永、全义合铺执事人闫玉林、王继用

二人遭到拘押后，就向科布多城内地商民赵怀先求

助，又转向素识且在本城开设元盛隆铺号的执事人

催景祥求助， 借得银 ５５０ 两， 送给把总孙桂林

等［４９］ 。 这就体现了在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之间

的相互扶助关系。
同样，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间也存在紧张关

系。 如乾隆四十五年审理的商民王廷相扎死另一商

民王思理案［４］８３８、嘉庆十五年发生的内地商民贾德

扎伤另一民人邵廉舒身死案［５２］ 等，都说明他们之

间要么争利而斗，要么因愤而争，以上重大刑案正是

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间爆发冲突的最好例证。
２．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的日常生活

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有其宗教信仰与崇拜。
其中关帝信仰无疑是以山西籍为主体的科布多地区

内地商民的主要信仰之一。 据称，科布多城的北部

有座关帝庙，是城内最美丽的建筑［２４］３３４。 除此之

外，科布多城的内地商民还信仰河神与城隍［２４］３３６。
除以上信仰外，科布多城内还有三圣祠一座。 １９１２
年之前，科布多城“华民公产”主要就是内地商民所

信仰的各种神祠寺庙。 这些公产，均由“众商捐集

而成” ［５３］ 。
从另一个方面看，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日常生

活也有优越于外蒙古其他地区的地方。 按照清廷的

规定，整个外蒙古地区只有科布多地方的内地商民

可以携眷，可以与蒙古或其他族女子结婚［２４］３４９。
科布多城内地商民也有其娱乐活动。 如每年阴

历六月二十四日是科布多地方给光绪皇帝祝寿的日

子，附近人都来赶集，光帐篷就有好几千顶，牧民跑

马射箭，内地商民搭台唱戏，演员则分别由各商号票

友充当［３０］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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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
商贸与漠北其他地区的比较

　 　 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及其商贸活动与同期

漠北其他地区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１．相似之处

第一，内地商民籍贯构成，大体相似。 如上文所

述，清代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总体上由晋商为主

体的西帮、直隶京师为主体的京帮构成，这与同时期

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漠北其他地区情况类

似。 如清代库伦地区，乾隆三十五年领票往库伦的

１９６ 名商民中，除直隶 １０ 人、山东 １ 人外，其余都是

晋人［５４］ 。 乾隆五十四年库伦十二甲中的八个甲共

有内地铺号 ９７ 家 ２５８ 人，除直隶 ９ 人外，其余均为

山西人。 又如恰克图地区，乾隆四十年七月恰克图

有内地商民共 ２３４ 人，其中属山西者 １９７ 人、直隶

１４ 人⑧。 再如乌里雅苏台地区，“商场牛耳，山西人

司之，其次为直隶人” ［５５］ 。
第二，贩卖的货物种类类似。 即清代内地商民

贩卖到漠北蒙古地区的货物主要为内地丝绸、布匹、
茶叶等百货，从当地贩回的货物为牲畜、毛皮等各类

特产。 这不光在科布多地区是这样，在库伦、恰克

图、乌里雅苏台地区也是这样。 如库伦地区，“进口

货以牲畜、皮毛、蘑菇为大宗；出口货以砖茶、生烟、
绸缎、布匹为大宗，其余日用饮食必需之品，无一不

有” ［５６］ 。 再如乌里雅苏台地区，内地商民输入货

物，主要为茶、烟、布、绸、米、谷、面粉、各类杂货

等［３１］１。 他们从乌里雅苏台地区运回的货物主要

为各种毛皮、牲畜、蘑菇等［２４］２９４。
第三，商民管理模式基本相似。 即无论是科布

多，还是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内地商民均受到

三级管理。 如库伦，内地商民不仅受到理藩院的管

理，亦受到代表库伦地方官府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

的管理，同时还受到代表商民自身组织的库伦十二

甲［５７］的管理。 再如乌里雅苏台，内地商民不仅受

到理藩院管辖，也受到乌里雅苏台将军衙门的直接

管理，同时还受到代表商民自身组织的“二十七家

铺号联合自治”或“官店”的管理［５８］ 。
２．不同之处

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及其商贸与同时期漠

北其他地区也有不同，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基于区位与行政设治等级之不同，清代科

布多地区内地商民商贸定位与其他三地区有所不

同。 清代科布多地区被清廷定义为漠西北乃至新疆

地区的军屯之所，从而导致这一商贸多局限于国内

各部之间，很少涉及与外域的来往。 而库伦、恰克

图、乌里雅苏台等地区则不同，清廷对它们的定位

是：不仅要满足各蒙旗物资需求，而且要起到调剂与

外部俄国及各部之间关系的作用。
第二，受区位与行政等级之影响，清代科布多地

区内地商民及商贸规模与其他三地区有所不同。 清

代库伦地区不仅被清廷定义为漠北地区的重要经济

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宗教中心。 为此库伦地区发展

最快，前往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人数最多，贸易规模

也最大。 恰克图地区因最终被定义为中俄陆上贸易

的唯一口岸⑨，为此成为清代对俄及欧洲陆路贸易

的重要关口，前往贸易的商民及其规模也不小，其中

尤其是茶叶贸易最为突出⑩。 乌里雅苏台被定义为

清代漠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定边左副将军建牙”于
此，科布多、乌梁海诸处均受其节制［５９］ ，从而导致

该处成为清代前往漠北地区内地商民的汇聚之

地［６０］ 。 而科布多仅是乌里雅苏台将军“分镇”，相
较而言，前往科布多地区的人数及贸易规模，略逊于

以上三地区。
第三，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贸易货物及贸易网

络与其他三地区有所不同。 清代库伦、恰克图、乌里

雅苏台三地区内地商民贸易，紧密围绕内地运往的

丝绸、布匹、茶叶、杂货等与自各地区贩回的牲畜、毛
皮而展开，科布多地区除具有这一特征外，因其主要

是军屯之地，所以内地运去的货物还体现为各种工

具、农具、家具之类。 又因其是新疆地区与漠北蒙古

地区的中间“枢纽”，为此该处内地商民不仅将运往

漠北蒙古地区的内地货物通过该地转贩新疆，而且

将新疆出产的粮食、蔬菜、瓜果等运往科乌等处，从
而形成内地与漠北科乌、漠北科乌与新疆之间较具

特色的商贸网络。
第四，导致各处商贸衰落的内在因素有所不同。

清代科布多地区因被定义为漠北地区的军屯之地，
为此内地商民前往该地区贸易主要是服务于清廷对

漠北地区军事设治之需，从而导致该处军屯兴废对

内地商民影响颇大。 即该处军屯发达时，内地商民

商贸活动发达，一旦该处军屯衰落，内地商民贸易也

跟着衰落。 而清代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等处不

同，对于这些地区而言，内地商民发挥的核心作用不

仅在于“活蒙古经济” ［６１］ ，同时也要发挥调剂与外

部俄方关系的作用［６２］ 。 为此，晚清后导致库伦、恰
克图、乌里雅苏台地区内地商民商贸衰落的内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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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主要是清廷统治的腐败与各蒙旗的贫困。

六、内地商民对科布多地区的影响

清代科布多内地商民的存在，客观上有其积极

作用，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内地商民的存在，极大地便利了蒙古王公

部众的生活。 对于各蒙旗而言，内地商民的到来，不
仅使蒙旗土地得以开垦，蒙古王公台吉也借此获得

地租，某些王公台吉等还能从商民处得到“奉献”。
另外，商民的到来，也开始揳入普通蒙古部众的生

活。 当他们生活中有所需求时，多能从内地商民处

得到满足。 内地商民实际上已经揳入了他们的日常

生活，导致后者离不开内地商民［６３］ 。
第二，内地商民的存在，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

融合。 一是体现为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经济间的融

合。 清代不少人在漠北地区游历时就亲眼目睹了这

一景象。 如博迪苏在《朔漠纪程》中就称：“居然牧

地尽耕耘，蒙俗何知力作勤；费尽客民开垦力，眼前

秋稼已如云。” ［６４］５４９曾经被流放乌里雅苏台的志锐

亦称：“居民慕化犹中俗，半畜牛羊半事耕。” ［６４］６００

二是内地商民的前往导致内地与边疆间宗教信仰的

兼容。 如内地关帝庙、大王庙、龙王庙、河神庙、城隍

庙诸寺庙就在科布多地区大量兴建，该地区的内地

商民与蒙古人间的宗教信仰逐渐融合［６５］ 。 三是婚

姻家庭方面的融合。 这在科布多地区体现得尤为明

显，不仅是在该处屯田的屯兵广泛存在与各族女性

婚媾现象，内地商民也存在与各族女性婚媾、组建家

庭现象。 四是定居生活的逐渐形成。 清代科布多地

区是漠北边疆军屯之地，这一军屯导致定居生活在

屯田官兵中产生，并因此形成定居性家庭。 前往科

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受之影响较大，他们也逐渐在

该处建房定居。 如此的定居生活进一步影响到科布

多附近各旗王公，他们也仿效清廷官员与内地商民

建立府院。

结　 语

清代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及其商贸活动对朝廷

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其在清代大部分时段内都是

“随营贸易”，即内地商民前往该处贸易的任一阶

段，其贸易活动总体上均围绕漠北地区“军府”展

开。 即便是经科布多转运到新疆地区的商品也是围

绕着这些地区的军营、官城展开。 为此，内地商民的

商贸活动主要支撑的是清廷边疆各“军府”对边疆

地区的治理，而不是内地商民自发移民去开发边疆、
建设边疆。 “军府”等官方行为对内地商民影响极

大。 军事活动频繁、“军府”在时，内地商民商贸活

动活跃、商民贸易量大；军事活动结束或“军府”消

亡时，内地商民则作鸟兽散。 由于这一特点，导致清

廷对内地商民管理粗犷与僵化。 他们对内地商民的

管理主要体现为收取各种赋税或索要陋规，并处理

重大刑案、维持地方治安，以防止内地商民造乱生

事，而对于如何更好地协调内地商民与蒙旗关系、合
理开发当地各种资源，乃至发展农工商牧各业等方

面，却没有认真思考。
对于移居科布多的内地商民，清廷既需要他们

盘活当地经济，却又不太愿意给予他们在当地长久

耕种、经营商业的合法地位，这种制度设计与实际运

作相背离的矛盾，常陷清廷在该地区的治理于被动，
从而出现清廷实际上离不开内地商民，却又经常装

模作样地驱逐“非法商民”的闹剧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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